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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主持人语
今年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两位学者

撰写论文。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侯中军的论文集中论述

了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所进行的抗战外宣工作，特别是对于国际联盟之态度与认识的转变过程;指
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宣是基于两个统一战线大格局而进行的，并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战局的变化而时有调整，最终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洪流。

日本对华持续侵略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以九
一八事变开始发动了从局部到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早揭开了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序幕。张皓的论文依据大量中日双方史料，论述了日本在 1933年上半年从挑起山海
关事件到逼签《塘沽协定》、通过三步走的军事策略打开入侵华北大门的侵略行径;指出日本
在九一八事变后期的侵华行动，是不久继续发动“华北事变”的开端，也是其最终走向全面侵
华战争的“纽带”。

———臧运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与
对国联认识的转变

侯 中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广大民众反帝抗日。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宣传和鼓动工作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广泛的反帝向呼吁英美人民及其政府援华抗日转变，从
批评国联制裁日本不力向鼓励国联抗日转变。七七事变后，基于抗战格局的变化，党成立了负责外宣的机
构，创办了《解放》《群众》等党报党刊。党的外宣工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呼吁各国依
照国联决议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党对国联的认识也逐步转变，国联决议成为党外宣工作的一个宣传
点。国联派出包括防疫专家在内的技术援华代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中
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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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 国联)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国是国联创始会员国，并曾一度
在国联行政院占有一席之位。中国学界对于国联已有关注，但大多集中于民国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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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国联的关系，很少有研究关注党对于国联的认识。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提倡和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程中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国联的，迄今为止，相关成果并不多
见。厘清该问题，有助于全方位理解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的评价有一个从批评为主到客观认可的过程。党对于国联的认识有一个基本
的评判标准，即将其定位于国联盟约所规定的维护和平的宗旨之上，正是由于有此定位，党对于国联的
缺点一直有清楚的认识。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基础上，基于《解放》周刊、《群众》周刊等
刊物的宣传报道，尝试分析中国共产党抗战外宣政策的演变，并将党对国联认识的转变寓入线索之内。

一、九一八事变后从批评国联到鼓励国联积极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诉诸国联的政策，希望借助现有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② 接到中国的上诉后，
9月 30日，国联通过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决议。决议称已经收到中日两国对于事变的声明，其
中日本声明“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在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切实保障下将撤退至铁路区域内;
中国代表声明，在日本军队撤退后，中国行政重新建立之日起，将担负铁路区域之外日侨的生命财产安
全，国联已经“阅悉”中日两国的声明。③ 判断此时国联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需要从法理上明确的
是: 9月 30日决议只是一份事态陈述，该陈述对中日两国已做的声明进行了转述，但未对日本形成强制
力，事实上不属于一份要求日本撤军的法律文书。

在国民政府信赖国联、并通过外交途径多方交涉时，中国共产党则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指出，国际
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帮助中国制裁日本，“无异与虎谋皮”。④ 在九
一八事变爆发之初，中共对英法主导的国联并不抱希望，在尚未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世界反法
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形下，并未将国联与英、美等国家进行区分。出于反帝的革命宗旨，中共对于国联的
评价也比较负面。1931年 11月 23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革命民众书》，对于国联所出台的关于九
一八事变决议，认为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侵占东北以便干涉中国革命，另外一个企图在于用新的战争和
封锁去消灭苏联。中央这些激烈的言辞是有所本的，而且从事实上指出，国联屡次的集会和撤兵决议已
经证明是无效的，“要求得中国民族的真正独立与工农劳苦民众的彻底解放，就必须立刻自动组织并武
装起来”。⑤ 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中央苏区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围剿”。在
如此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在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上，对于国联的认识，对
于国民党的认识，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开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都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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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如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 1919—1928) 》( 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 、洪岚《南京
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
日政策》( 《历史研究》2022年第 1期，第 122—141页) 、洪岚《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 《学术研究》
2010年第 8期，第 117—122页) 。
吕芳上主编: 《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3 册，台北: “国史馆”、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2014年版，第 512页。
《国联行政院 9月 30日决议》( 1931年 9月 30 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与珍本图书
馆藏纸本、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藏电子档，Koo /0008 /002 /0024 /001。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1931年 9月 30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 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26页。
《告全国革命民众书》( 1931年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1921—1949) 》第 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6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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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1933年 2月 24日，国联大会通过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最终报告书，决议如下: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在

适当时期内，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国主权之下并与中国行政不相违背的组织;由中国政府以宣言方式确定
中央政府与此地方组织之间的权限。大会建议，鉴于承认伪满及东北的现状与国际义务基本原则及远
东和平不相符合，“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各该国均将继续不承认该项制度”，意即不承认伪满及日本
侵占东北的事实。① 国联此种处理办法固然是对日本单方改变东北现状的否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对于制裁日本侵略而言，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其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之下的国际共管机构的提
议，事实上进一步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列强共管之下的中国民众的
感情。

日本拒绝接受国联决议，宣布退出国联，进而进攻长城沿线，继续扩大侵略。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
指出，国联的决定事实上是在“准备战争与缓和帝国主义内部对立的工具”“只不过给予日本帝国主义
进攻中国以自由的处理”。中共中央也指出，因日本单方改变远东秩序，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对立在日
益扩大，为了取得“国际共管”的优势，英美法意驻华代表都在要求本国政府增派军队来华。② 中共中
央对于日本侵华的判断以及对于国联决议效果的评价是准确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于争取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尽可能争取外援都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具体的反帝纲领基础上，“同民族革命
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③ 1935年 8月 1日，中共中央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了《八一宣
言》，呼吁联合一切反帝的民众作为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的民族和国家反对日本侵略，明确提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标志着党的外宣政策及对国联的认识开始发生初步
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西安
督战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自主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政策，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外宣政策、对于国联的认识、对于英法美的认识，
开始转向以争取援助中国抗日为主要目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
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立刻建立起抗日的民族
统一战线。毛泽东提议立刻与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其援助的条
件是“不丧失领土主权”。此时，针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毛
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争取外援上已经有了明确原则: “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
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④立足自身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这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
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的抗日外交方针，外宣工作也是围绕此方针而进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
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亦为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方战线的建立指明了道路。

8月 10日，《解放》周刊发表题为《中国抗战与英国》的评论文章。文章写道，英国在远东具有特殊
的地位，对于远东局势的变化能够发挥决定作用，但英国对于日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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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 1933年 2月 24日) ，王建朗主编: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
1949) 》第 6卷(上) ，北京:中华书局 2015年版，第 277—279页。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 1933年 3月 3日) ，《建党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0册，第 134页。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 摘录) 》( 1935 年 8 月) ，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第 17卷，北京:中
共党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34页。
《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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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扮演何种角色，是帮助日本宰割中国，还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 或者始终站在中间“调解”? 这是一
个需要加以了解的问题。在发出上述疑问后，文章梳理了英国侵华的历史，指出一直到 19世纪末，英国
在远东一直维持着独霸的地位，但自 1902年第一次英日同盟协定起，日本借助英国的掩护“发展和强横
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抗议以及英国商人及英国自治领反对下，英日不得已取消了同盟，
但两国统治者仍不时勾连。英国政府对于日本全面侵华的态度是“希望事件不致扩大”“声明自己愿做
‘调人’”，暂停英日谈判。文章指出，如果日本执意扩大侵略，英国的“维持现状”是不现实的。英国不
愿采取“集体安全”的办法，联合苏、美、法对日制裁，是达不到目的的。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日本侵略
者采取的退让和调解政策，不仅将牺牲中国，“而且也必然将危害到英国自己”。文章呼吁，只有和中国
共同合作反对日本，才是英国的出路。① 整体上，此时中国共产党尽管认为应该争取英国援华抗日，但
批评英国的声音亦一直存在。此文的基调，仍是要促使英国警醒，而非积极地对英加以联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呼吁争取外援，但在对待英美法苏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在对美的外宣政策上，区分了美国内部不同的阶层。当美国银行家贷款给日本时，美国海员却举行了声
势浩大的援华集会，这成为党呼吁美国人民援华抗日的一个宣传点，并以此解释所谓实施中立法并非是
要维持公平正义。9月 10日，《解放》周刊发布时评，围绕是否要敦促美国实施中立法传达了党此时对
于此点的认识。文章指出，“为着公理与正义”，我们与美国民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中华民族抗战的胜
利，就是美国和平与民主的胜利。对于美国银行贷款给日本，一般主张美国应立即实施中立法，但此文
明确指出，一旦促使美国实施中立法，“这实质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日本而使我国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时评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是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的领土主权被日本侵占，中国人的生命
财产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劫掠。如果将中日两国混为一谈，无差别实施中立法，对中国是不利的。二是
日本本身是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又有德意法西斯的帮助，实施中立法“敌人是不致受到绝大的影
响，相反的即是削弱了自己的友助，而等于帮助敌人”。三是从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的事实证明，如果
国际社会不是站在正义公理的立场援助被侵略者，“只是站在等量互不资助的观点”，则将进一步助长
帝国主义者疯狂发动侵略战争，这绝不是主持正义、维持和平的态度。时评指出，美国有 68000 名海员
集会，通过了援助中国抗战的决议，反对日本进攻中国。② 在英美等国基本上仍限于道义支持的情形
下，1937年 8月 21日，中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随即向中国提供援华贷款，提供武器援助。中苏
此举一方面体现了双方之间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的联苏主张。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证明，国联不可能阻止日本侵略。尽管已经预判不可能通过国联制裁日本，
为取得经济援助和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仍决定再次求助国联。国民政府将日本发动
的全面侵华战争上诉国联后，国联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将中日冲突提交以美国为首的《九国公约》
缔约国。经过多方协商，最终确定于 1937 年 10 月底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
议。10月 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认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威胁世界和平和安
全，其侵略行为就如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需要将其隔离起来。防疫隔离演说发表前后，英美等国筹备
召集《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此次会议，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基调是“我们站在反对侵略者的立场上，当然
帮助九国公约会议的召集”。针对日本拒绝参加会议的表态，党通过《解放》周刊发表社评认为，只要英
美两国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如果愿意邀请苏联的出席，即使没有日本的参加，九国公约会议还是可
以得到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结果的”。时评举尼翁会议为例，指出因英法积极参与，又有苏联的参与，即
使意大利没有参加，尼翁会议同样取得了成果。对照尼翁会议，时评建议九国公约会议应使太平洋上利
益受到日本威胁的相关国家一起行动，建立集体安全的制度，最低限度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经济制裁，

①
②

黎百强: 《中国抗战与英国》( 1937年 8月 16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14期，第 10—12页。
金沙: 《美国银行贷款日本与美国海员援助中国》( 1937年 9月 10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16期，第 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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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日本进行任何贸易;二是“积极的制裁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封锁政策”。对于九国公约会议，为了防
止出现企图阻断中国国际援助的任何阴谋，应坚决反对成立任何类似于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不干涉委
员会”。时评建议:应具体阐明中国的外交立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与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
订立互助公约，坚决断绝与德意日法西斯的关系。上述外交举措是争取民主国家援助中国的先决
条件。①

予九国公约会议以积极评价，并提出最低限度要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对于中国自身的底
线要求，那就是“断然抵抗侵略者到底的决心，只有中国坚决抗战，不寻求任何的妥协，方能得到积极结
果”。② 布鲁塞尔会议临近之际，中国共产党再次对外强调中国内部团结并坚持抗战的必要性，指出只
有中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国际社会逐步对日实施制裁。③

《解放》周刊指出，不论九国公约会议的前途如何，“会议的召集，正与英日谈判相反，它本身就是对
日本一种打击”。④ 时评对于英美法苏四国的态度有精要的分析，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形势
的认识。时评指出，在中国坚持抗战之下，英国已经开始转变态度，从“动摇不定”到暂停英日谈判，开
始从舆论上抨击日本，在国联会议上支持中国。党在注意到英国积极变化同时，仍客观认识到英国的转
变非常迟缓且仍存对日妥协的幻想，只有中国坚持抗战，英国妥协的图谋再三碰壁后，英国才有可能放
弃动摇政策。时评注意到了美国国内的变化，指出美国在七七事变后即对中国表示了同情，但孤立主义
情绪仍存在，其国内少数短视的资产阶级有过妥协，但美国在中国抗战精神鼓舞下，在其国内人民反日
情绪高涨的情形下，已经渐趋积极，罗斯福总统演说鼓舞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时评认为，国联中日
问题咨询委员会能够承认日本为侵略国，并决定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皆因美国的积极态度。

时评对法国给予了积极评价。“法国在远东的关系虽然较少，但是法国今次对中国的帮助却很
大”，法国不但在舆论上同情中国，而且在外交上也与苏联站在一起。时评建议，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
中国从外交上应该做到四点:一是立刻对日绝交，以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是与最可靠的友邦订立军
事互助协定，然后以其为基础联合同情中国的国家，与之订立反侵略的协定;三是联合英法美苏，用种种
方法“使英美法苏站在一条阵线上”，还要和“一切弱小民族弱小国家联合，使他们和我们站在一条阵
线”，共同织成坚固的反对侵略者的密网;四是“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对全世界表明我们坚决抗战、彻
底反对侵略的主张”。⑤ 作为中共中央的舆论阵地，《解放》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

日本不但拒绝出席《九国公约》会议，而且宣布与德意两国订立“三国防共协定”，中共党内比较一
致的看法是，由于九国公约国会议即将举行，“日本想用宣布日德意防共协定作为拒绝参加的威胁”。⑥
1937年 11月 3日上午，《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布鲁塞尔召开。顾维钧在会议发言时指出，日本对华
进行武装侵略已经是一种事实，业已为国联大会所确认，日本所宣称的对华侵略的借口都是不成立的，
其中一个借口即为中国政府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所谓蛊惑或影响。顾维钧指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
最新形势的人，都不会将此视为一个严肃认真的理由”。顾维钧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正如
中国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一样，是真正的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能有效整合抗日力量，中共已经
将少数武装力量交给中央政府改编。毫无疑问，所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只是一个发动侵略战争
的借口而已。⑦ 11月 24日，布鲁塞尔会议发表了一份宣言后，宣布休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志: 《关于九国公约会议》( 1937年 10月 21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1期，第 2—3页。
志: 《关于九国公约会议》( 1937年 10月 21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1期，第 2页。
李凡夫: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 1937年 10月 28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2期，第 10页。
李凡夫: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 1937年 10月 28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2期，第 11页。
李凡夫: 《抗战以来国际形势的检讨》( 1937年 10月 28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2期，第 10—11页。
强: 《日德意的“三国防共协定”》( 1937年 11月 3日) ，《解放》周刊第 1卷第 23期，第 2页。
《顾维钧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 11月 3日) ，Wellington Koo Papers，Koo－0025－039－003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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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注意到布鲁塞尔会议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随即通过新创办的《群众》杂志发出自己的建
议。《群众》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评论，认为虽然国际形势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存在有利于中国抗
战的条件，但列强联合抗日的行动尚未开始。尽管德意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此次九国公约
会议仍然退缩了，他们抛弃了已经签字的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公约。党在《群众》创刊号上呼吁
“必需把过去被动的消极的外交，改换成积极的自主的外交”，如此改变，才能把有利的客观条件变成对
于中国抗战实际的帮助，并建议对日绝交;打击一切帮助日寇的国家;积极推动英美;增进与法苏两国的
友谊。①

二、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扩大外宣争取外援
党在争取抗战外援的同时，对于立足自身的力量坚持抗战具有坚定的信心，在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

的关系上有清醒客观的认识。为了争取外援，党刊指出，要充分运用国际宣传与国民外交，不能片面、单
纯地希望一个国家出兵来帮助中国打退敌人，要和“他们广大工农团结得更加紧密，推动他们的政府起
来为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而积极援助中国抗战”。时评呼吁，中国要争取的“不能只是和平阵线中的某一
国”“而是和平阵线的整个，是和平阵线的更形巩固与坚强”。②

七七事变后，经过持续的抗战外宣及英美法等国对中国抗日的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引起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反对日寇，援助中国，已成为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解放》周刊在一篇专稿
中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各国无产阶级是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他们对于我国抗日不只是表示了舆
论上和精神上的同情，而且发起了实际行动，采取了组织办法，提出了具体纲领，号召着广大群众为实行
援助我国人民抗战而奋斗”。专稿举例介绍了英国共产党的援华呼吁及其行动。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工人日报》不断号召英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采取切实行动援助中国;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拒绝为日本轮船
装卸货物，海员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英国政府禁止售卖军火或借款给日本。美国共产党积极号召美国工
人和人民援助中国抗日，屡次组织工人和群众团体举行援助中国的示威游行;美国海员已经开始拒绝运
输日本货物。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几乎每天都刊载宣传中国抗战以及反对日本侵略的消息，该
报“成为欧洲大陆上援助我国的舆论骨干”。③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与争取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是同步进行的，并以自身浴
血抗战的经历，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抗战，是为争取自己的和平生存而战，同时也就是为争取全人
类的和平生存而战”。“为争取全人类和平生存而战”这一口号的提出，已经触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
立的根本诉求。为了争取各国民众促使其本国政府积极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为了东亚和平的早日
恢复，“我们不只需要艰苦抗战到底，同时也需要努力扩大国际宣传”。④

1938年 1月，国联行政院第 100次大会举行。《群众》周刊对于国联所号召的援华给予积极评价，
认为 100次大会意义重大，这种评价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认识。《群众》发文认为，国际形势
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各国民众援助中国反侵略的浪潮高涨，“抵制日货的运动已遍于十一个国家，实
行不用日货的民众已达到一万两千三百万”。⑤

为了有组织地开展对外宣传，1938年 4月至 5月间，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设立国

①
②
③

④
⑤

吴敏: 《国际新动态与我国外交》，《群众》周刊创刊号，1937年 12月 11日，第 10页。
梓年: 《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 1937年 12月 27日) ，《群众》周刊第 1卷第 4期，第 66—67页。
《论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我国对日抗战》( 1938年 1月 28日) ，《解放》周刊第 29期，第 11—12页。从第
28期开始，即 1938年开始不再设卷，直接标注期数。
《开展反侵略运动，扩大国际宣传》( 1938年 1月 29日) ，《群众》周刊第 1卷第 8期，第 137—138页。
许涤新: 《反侵略运动中的国联动态》( 1938年 2月 12日) ，《群众》周刊第 1卷第 10期，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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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宣传组，开始向国际刊物撰稿，并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① 与此同时，中央为了强化各地党组织对于
党报党刊的重视程度，要求“地方党部必须根据党报杂志上重要负责同志的论文，当作是党的政策和党
的工作方针来研究”，《解放》周刊、《群众》周刊上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的文章，必须在支部及各级党的
委员会上讨论和研究。② 该指示的公开发布，表明《解放》《群众》两份周刊关于外宣的报道及指示，事
实上代表了党的方针政策。

作为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创刊后，一直注意扩大国际宣传。作为传播党
抗战理念的刊物，周刊在呼吁扩大国际宣传方面，并不是一直围绕争取外援的基调展开的，而是将自力
更生与争取外援辩证看待。党在对外宣传时，首先明确“我国对日抗战不仅是保卫中华民族生存，而且
是保卫世界和平”，确立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自身而战亦是为世界和平而战，然后自然得出此种结论，
即中国抗战“不只必须巩固和扩大国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还须扩大国际的反侵略运动，团结国际的
和平阵线”，因而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就统一在抗战这一宗旨之下。中国的抗战外宣还存在另外一个
面相，即反制日本的虚假外宣，这也是《群众》周刊所注重的内容。社论指出，日本在侵略过程中，极尽
武断宣传之能事，一是向各国宣传所谓大和民族勤勉、优良，但“得天独薄”“不得不侵华以求生存”; 二
是对各国谎称“中国之不开化，充满排外思想”;三是“用反共作烟幕弹，向各国力说中国赤化之危险，他
们的侵华是出于自卫，甚至是出于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四是向各国妄称“中国国内之不统一，民众
涣散，没有抗战能力”。针对日本此种武断宣传，造谣、污蔑行为，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③

党在对外宣传上明确指出，世界和平阵线正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而这种巩固和扩大的核心在于中
华民族的浴血抗战。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 1938年度会议于 2月 12日在伦敦召集，其主题就是“反日援
华”，该特别会议的召开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战的积极回应，进一步证明世界各国逐步认识到“中国
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是休戚相关的”“中国的抗战应和国际的反侵略运动密切
坚固地结合起来”。④

1938年 5月底至 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分析了抗日战争
的所处的时代及中日两国各自的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⑤ 为了持久战的展开，5 月 30
日，毛泽东在《解放》周刊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提出了外线大规模单独作战的游击
战略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方针的确立，为自力更生及争取外援的关系提出了理论基础，亦为国际
宣传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争取日本国内反战争、反法西斯的力量，这一点自九一八事变起就已经具备
了。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谈话中表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若要缩短战争胜利的时间，需要加强
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并强调这是基本条件。二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
助”，此种帮助已经开始，日本士兵不愿意发生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
的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就可以缩短一分。三是世
界各国的帮助。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三个缩短战争时间的条件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
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 如果日本及世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简史》上卷，第 144页。
《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 1938年 4月 2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1938) 》
第 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489页。
蔡馥生: 《扩大国际宣传，增加国际援助》( 1938年 2月 5日) ，《群众》周刊第 1卷第 9期，第 156—157页。
沙: 《世界和平阵线的扩大与巩固》( 1938年 2月 25日) ，《解放》周刊第 31期，第 3页。
《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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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力量加快发展，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就能进一步加快发展与进步，因此“中国、
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① 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士兵反正的争取
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为成功的，在延安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日本反正士兵成为美国极为希望了
解的力量。

为争取国际援助，党从报刊上开始公开表扬与鼓励美国各界的援华的行动。刊登在《解放》上的文
章写道，日本无差别轰炸广州后，美国众议院谴责了轰炸平民的行为，甚至有民主党议员建议美国断绝
对日邦交，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正义的呼声。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停止向日本出售飞机，美国国务卿赫尔
宣称将劝退将飞机卖与日本的美国企业。文章指出，要感谢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同情与帮助，
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为着人类的正义，为着世界的和平，也是为着美国人民的利益”。时评呼吁
美国放弃袖手旁观的政策，“放弃孤立政策，废止中立法，积极参加和平阵线的奋斗，采取有效的制裁日
寇，帮助中国的步骤”。②

此后，《解放》周刊对于英法的接近、对于罗斯福在加拿大的演说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改变对于
国联一向援华不力的批评，开始积极报道。由于布鲁塞尔会议系无限期休会，尽管中国已经改变了外交
主攻方向，但会议进行期间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中国驻国联代表并未放弃在国联舞台的外交努力。1938
年 5月，国联行政院在中国政府要求下再次通过决议，一是敦请各会员国尽其努力执行国联行政院及国
联大会所通过关于中日问题决议案，如收到中国政府根据国联决议所提出的请求，“请予以严重而同情
之考量”;二是斥责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气作战，要求会员国提供任何日本使用毒气作战的
信息。③

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召开前夕，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于汉口举行会议，敦促国联履行反侵略的任
务，指出国联是“实行集体安全制，保卫和平的重要堡垒”，虽然国联的威信在日本、意大利等国的侵略
面前一再丢失，但国联的存在“仍然没有失掉它的所以成立的作用，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大会举例
日德意退出国联之举，反证国联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侵略国家之先后退出国联来破坏国联，并唆使它
们的与国继续退出，或攻击国联”。如果中国也认为国联没有存在的余地，这将正中了侵略国的圈套，
被他们利用。④

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召开后，其议题之一即为“援华制日”问题。在会议开始前，英国代表对实施盟
约持积极态度，称国联盟约即使遭受破坏，各会员国亦应实施军事制裁或经济制裁，强调“盟约实施时
可不经由大会或行政院全体一致表决”。9月 17日，国联大会开始讨论援华问题，其报告书可分为两个
部分:一是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派遣技术专家赴华;二是拨付 200 万瑞士法郎帮助中国防疫。中国驻
国联代表顾维钧代表中国向大会提出三项要求:一是立即实施盟约第 17 条;二是执行国联大会及行政
院历次决议;三是在历次决议案的基础上，增加一条:禁止会员国运输军火物资等给侵略国，从财政、物
资上援助中国。国联中日问题咨询委员会向国联行政院提交了报告书，指出日本侵华违背了《非战公
约》《九国公约》，国联成员应实施盟约第 17条第 3款，并启动盟约第 16 条。国联行政院通过该报告书
后，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建议行政院理事会成员国及远东顾问委员会各国派遣各自驻华使节，用外交
方式调查日本使用毒气情形，并将调查结果报行政院。英国驻国联代表巴特勒( Ｒichard A． Buttler) 表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33页。
黎: 《美国的援华运动》( 1938年 7月 6日) ，《解放》周刊第 46期，第 4—5页。
《国联行政院决议案》( 1938年 5 月 14 日) ，王建朗主编: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 》第 7 卷
(上) ，第 137页。
《我们要求国联履行反侵略的任务》( 1938年 9月 5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5辑第 2编(外交)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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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英国完全接受国联行政院报告书及决议案，并准备履行英国作为会员国所应承担的义务。①
《解放》时评指出，从国联所通过的报告书与决议案来看，“我们不能不说国联比前有了进步”。时

评认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屡次要求国联依照盟约制裁日本，仅要求启动盟约第 17 条就已经有 4
次，但国联一直未能接受中国的要求启动对日制裁。此次 19 届国联大会通过援华决议，“比以前照例
作空洞的道义的援助”，比去年 9月通过的对日军无差别轰炸广州的“严正谴责”，比去年 10 月国联通
过的“考虑各国对中国个别援助之程度”等等，已经好得多。尽管给予了积极评价，但仍然认为，本届国
联大会对华的实际援助仍是远远不够的，与会的苏联、法国及新西兰代表都已经当场表达了未能充分援
助的遗憾。本次报告书所通过之决议，建议各会员国就各自能力所及个别援助中国，此点上届大会曾经
论及，然而一直未有结果。此次报告书正式建议由各国自身决定是否援助以及如何援助中国，但各会员
国能否履行援助义务，仍存有疑问。时评指出，“不能用国联力量实行集体援用盟约之义务，实有违国
联之本旨”，从实质而言，“国联还未能真正地从软弱无能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力量”。② 集体
安全、集体力量，这些依靠机制制裁侵略及维护和平的关键词汇，此时已经为党媒所关注，并用以分析
时局。

三、外宣政策下的国际援华及对国联认识转变的完成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坚持抗战，争取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

展，成为制定新的外宣方针的宗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中国不但获
得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而且“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这里特别
突出了国联所发挥的作用，强调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对华援助系在国联决议之下进行的。此种判断，一是
肯定国联倡议各国助中国抗日的决议案;二是肯定各国的援华抗日是符合国际法的，是对侵略行为的否
定。③ 但国际上目前对华的援助还没有到理想的规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人民助我，政府在采取中立
态度，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 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
助”。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表明: “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
的道路。”

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依靠自身的力
量，但国际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短时期内不能对国际援助抱太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不能轻视自
身的抵抗意志。在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战略之后，毛泽东指出，“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要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外援，在进行国际宣传时，一要“设立一定机关，系统地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
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二要“组织国际宣传团体”，赴
各国宣传，唤起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政府的外交活动互相配合。④ 自长江局设立国际宣传组后，
1938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国际宣传科，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进一步从全党层面领导和统筹对
外宣传。

在德意日法西斯大肆侵略扩张的同时，国际形势日益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

①
②
③

④

任: 《关于国联援华的决议》( 1938年 10月 4日) ，《解放》周刊第 54期，第 2—3页。
任: 《关于国联援华的决议》( 1938年 10月 4日) ，《解放》周刊第 54期，第 2—3页。
毛泽东: 《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5 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81页。
毛泽东: 《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5 册，
第 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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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宣传上及时地指出了这一有利的变化，在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周刊在
时评中指出，此种有利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华援助日渐具体”，二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日渐硬朗”。评论认为，上述两方面体现在英美商约的签订，英法关系的密切，美国对华 2500 万美元的
信用借款及中美白银协定的延长。评论还总结说，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积极的变化，不但在于中国、西
班牙人民的英勇抗战，还在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残酷蛮横促使曾企图从妥协中获得和平的政治家反思自
身的失策。此时，在对外宣传上，党的舆论指向仍主要是对英国妥协及美国中立的批评。① 《解放》周
刊发表时评文章，明确强调“英美对日政策渐趋积极化”。评论指出，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要
灭亡中国，而且要完全驱除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利益，对于英法美“处处都采取打击排斥的政策”。英国
首相张伯伦步步退让，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远东，妥协退让政策都受到了打击。“铁的事实指出，向侵
略者妥协退让，不惟损害世界和平，而且打击自己利益”，即使为了自身利益，英法美亦不得不对侵略者
表示较强的态度。英国 1000万镑、美国 2500万美元的信用借款，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英美对华借款
即为此种对日强硬态度的一种展示。时评认为，英美对华借款是其对日政策渐趋积极的一种初步表现，
以后可能经过许多曲折，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最终形成一致的反侵略阵线。②

针对美国准备修改中立法的动向，《解放》时评给予了高度认可，并鼓励美国彻底改变中立立场。
1939年 1月 4日，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咨文中提出，美国的中立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便利侵略国而不
利于被侵略国，必须予以修改”。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指出，日本封锁长江、攫夺关税、
限制各国的贸易活动，日甚一日打击各国在华利益。美国驻华大使馆曾宣布，日本对华的侵略活动已经
使美国在华商贸损失达 2亿美元。美国不能不考虑对日本进行更为有效的国际制裁，不能不考虑修改
美国素来遵守的所谓中立法。在中立法的下面，日军 53%的军用物资系从美国购得。罗斯福总统不仅
已经认识到要修改中立法，而且认识到“更积极地制裁侵略者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呼吁“抛弃中立法，
直接站到反侵略的方面来”。③

国联对华技术援助此时有一个特别项目，即在国联防疫委员会下组建国联援华防疫团，负责实施中
国防疫事宜。1937年 12月，国联宣布应中国政府所请将组建国联防疫团后，共设立了三个团，根据专
家组所使用工作语言，分为法语专家防疫团 ( French-speaking experts ) 、德语专家防疫团 ( German-
speaking experts) 、英语专家防疫团( English-speaking experts) 。法语、德语两个专家组预定于 12月 10日
自马赛启航来华。法语组负责人为法属殖民地卫生总监拉斯奈博士( Dr． Lasnet) ，德语组专家负责人为
穆塞尔( Hermann Mooser) ，英语组专家负责人为饶博森( Ｒobert Cecil Ｒobertson) 。④

抵华后，以穆塞尔为首的德语组专家团派驻西安，被划为国联防疫委员会第一防疫团 ( league of
Nations Epidemic Commission First Unit) ，可以称为西安防疫团。西安防疫团下设平凉、汉中、宝鸡、延
安、兰州等防疫小组，延安小组系西安防疫团派出的第三防疫小组。1938 年 11 月 2 日，国联防疫团派
遣蒋灿为组长的 6人第三防疫组从西安出发，11 月 6 日抵达延安。第三防疫组到延安，协助延安的卫
生防疫工作。

为了扩大医疗救助能力，中国红十字会、国联防疫团与延安后方医院达成了一份三方协议。作为当
地唯一一家民用医院，延安后方医院将为每一个医疗小组配备能容纳 50 张床位的治疗区，用以示范现
代化医疗管理及诊治体系。治疗区所需器械将由国联防疫团从瑞士购买，作为贷款租借给医疗示范区

①
②
③
④

梓年: 《最近的国际形势》( 1938年 12月 25日) ，《群众》周刊第 2卷第 12期，第 594页。
黎: 《英美对日政策渐趋积极化》( 1939年 1月 5日) ，《解放》周刊第 60、61期合刊，第 9页。
奇: 《美国修改中立法的问题》( 1939年 1月 20日) ，《解放》周刊第 62期，第 4页。
Medical Advisors to China，THE NOＲTH-CHINA HEＲALD，December 15，193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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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防疫团提供一定比例的治疗示范区所需医疗物资，其不足部分由中国红十字会补齐。① 防疫团
撤离延安时，将延安区域的医疗设备及物资移交给了中国红十字会，但仍留下了一名医生协助工作。
1939年 7月，毛泽东为受国联防疫团派遣仍在延安坚持防疫工作的蒋灿题词，“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抗日战争“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②

在国联派人赴延安防疫的同时，作为国联主导国之一的英国，其民间也一直进行积极的援华活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民间成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分会遍及全英。该
会成立后，坚持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对华援助，坚持全面援华，既援助国统区也援助根据地。③ 英国援华
会成立后，不定期举行“中国周”活动。1938年 2月，包括援华会、国联同志会中国分会在内的英国国内
各民众团体参与“中国周”活动，在伦敦举行了 4场集会、8次海报游行，全英共计举行了 60 场集会，200
次援华游行活动。1938年 9月，在英国援华会的帮助下，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1939 年 2 月抵达延安。
1939年 7月 1日，英国援华会发起“中国周”活动，为中国抗战募集款项，其所得捐款全部用于国际和平
医院。④ 对于英国援华会的援华活动，毛泽东指出“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表示自战争一开
始，英国人民就已经以物资援助中国抗战，捐献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这说明“我们的抗战对于英国人
民并不是一件无关轻重的事情”，希望援华会注意英国政府的态度，“你们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
再输出军火给日本”，建议援华会的英国人民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
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愿望与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⑤

此时外宣的一个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国民党内部可能的投降举动，尤其是防止投降派勾结英、美、法
国家内部的妥协派，避免他们可能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危害。广州、武汉沦陷后，日本改变策略，加
紧诱降汪精卫等投降派，国民政府内存在投降的风险。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英、美、法
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成为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尽管侵略国与非侵略国之间有深
刻矛盾，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旁观态度的。⑥ 为了批判国际上试图对日妥协的倾向，在外宣
方针上，党明确呼吁反对“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⑦提醒注意英日正在进行的谈判，防止造成
“东方慕尼黑的可能的严重局势”。⑧

在欧洲战争爆发前，英日于 1939年 7月 15日达成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当国民政府内
部投降派响应英法国内的对日妥协政策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废止美日商约，美国此举得到党刊的积
极评价。《群众》周刊同时发表了许涤新和章汉夫的评论文章。许认为一方面，“显然将给予敌人以一
个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在警告英国，同时，也是在给予这个正在备受日寇劫持的英国以支持”。
罗斯福此次绕过国会，采取断然行动，对内“是为了顺从民意打击孤立派”，对外“是对远东作较为积极
之准备的表示”“是支持英国和对中国人民之英勇抗战作友谊之表示”。党在当时基本的判断就是，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eport for the Month of April，First Unit of League of Nations Epidemic Commission，United Nations Library ＆
Archives Geneva，Ｒ5785－50－33625－30817－Jacket 1． https: / /archives．ungeneva．org．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33页。
范秀云: 《英国援华会的兴衰( 1937—1950)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年版，绪言，第 1页。
范秀云: 《英国援华会的兴衰( 1937—1950) 》，“大事记”，第 302页。
毛泽东: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 1939年 6月 1日) ，《群众》周刊第 3卷第 10期，第 270页。
《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206—207页。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1939年 7月 7 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6
册，第 439页。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 1939 年 7 月 29 日)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1921—
1949) 》第 16册，第 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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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多数民众是同情中国抗战的，而美国国内的孤立派则在利用商约继续向日本贩卖军火及军用
物资。①

在同一期《群众》周刊，章汉夫撰写的另一篇评论则将英日签订协定与美国废止美日商约并列，认
为英日协定的达成，满足了“日寇所一再主张首先谈判的基本原则”，这也体现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政
策”。张伯伦承认日本在华军事活动的所谓“特殊要求”，对于任何妨害日本侵华的行为“英政府均无意
加以赞助”。章汉夫指出，张伯伦听任日本侵华的讲演，受到了英国人民几乎一致的强烈反对。英国援
华会首先发表宣言，要求英国遵守九国公约和国联决议，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并勿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
国抗战力量的行动。党在争取外援批评对日妥协的对外宣传中，对于曾经批评过的国联决议，逐渐认识
到了其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②

1939年 9月 1日，德国突袭波兰，欧战爆发。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投降。国联一向为英法所主
导，法国的败降对于国联的威望是又一次的重大打击。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
的力量，国联虽然名存实亡，但从道义上对华支持仍是必不可少的。毛泽东在 1940 年 12 月 25 日分析
对外政策时指出，要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但
同时亦须将日本的同盟国德意与日本的对立国英美两国相区别;将此前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与当下赞
助中国抗日的英美相区别。基于此种调整，鉴于日、德、意事实上已经相继退出了国际联盟，此种区别意
味着对于国联的认识亦有了不同，国联同样属于应该联合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上，虽然要争取一切可能
的力量，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
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
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③。

1941年 6月 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6月 23日，毛泽东在给党内指示中指出，目前的
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之
一就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
人”。④ 中共中央号召组建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此政策下，英法主导的国联亦是反对德意日
法西斯的国际组织，亦应属于予以“联合”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的认识和宣传已经完成转变。
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晤，联合发表《大西洋宪章》，提议两国结盟抗击德国纳粹，并向苏联
建议召开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共中央认为，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中国
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至此已经有了战略成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终形成。⑤ 盟
国开始筹划战后新的和平组织，国联进入沉寂期。中国共产党对国联的认识，亦开始在筹备战后和平组
织的理念中得以进一步的总结。

结 语
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宣，是基于两个统一战线大格局而进行的，随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局

的变化而时有调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鼓舞爱国军民的斗志，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由
于国联对于日本侵略行为止于谴责和不承认其单方改变现状，中国共产党对于国联未能根据盟约实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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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裁提出了比较激烈的批评。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停止其进一步的侵略扩张，不应苛责此种批评的
声音。面对日本沿着长城一线的军事进攻，国民党在国联未能阻止日本侵略的情形下，却仍集中优势兵力
进攻红军，这使得党的外宣工作，尤其是涉及国联的外宣工作，并未及时上升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
高度。日本逐步走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德意日法西斯也开始结成侵略同盟。从两个统一战线的
角度，党对于英、法、美的认识也开始逐渐调整。在批评英美等国妥协政策的同时，亦从外宣的角度，鼓励
其内部力量反对各自政府的妥协，并以国联决议为号召，希望各国尽力援华。

党报的涉外宣传，尽管呼吁英美政府援华，并不时给予赞扬，但一旦英美对日妥协，党报则毫不犹豫
地予以批评，这与国民政府所掌握的报刊的宣传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关键时刻，如欧战爆发前的英日谈
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谈判，批评尤力。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对于英美民众及人民的赞扬属于
外宣的基调，这也是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所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外宣达到
一个新的高度，其对国联认识亦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fforts in Its External Publicity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ts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Hou Zhongjun
( School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248，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 九一八事变)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took the lead in raising the banner of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calling on the
masses of people to oppose imperialism and resist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CPC’s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work underwent a process of gradual change during the loc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serv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as a whole． The change took place from widespread anti-imperialism to
calling o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s to help China in its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and from criticizing the League of Nations ( LON，国际联盟) for its ineffective sanctions against
Japan to encouraging the LON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fter the July 7th Incident ( 七七事变) ，the CPC
set up an institution in charge of external publicity on the basis of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militarism，and launched Par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uch as Liberation
( 《解放》) and Masses ( 《群众》) ． Based on the emphasis of self-reliance in its external publicity work，the
CPC actively sought foreign aid and called on various countries to support China in its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N resolutions．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 gradually changed，
and the LON resolutions became a publicity point in the CPC’s external publicity work． The LON also sent
representatives of technical aid to China，including epidemic prevention teams．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 太平洋战争)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was eventually established，and the
CPC’s external publicity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 external publicity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 LON) ; united front

(责任编辑 管 琴)


